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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探讨城镇化如何影响个人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通过对

2004年社会资本调查和 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存量

的影响因受教育程度而异。城镇化对大专学历以下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呈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网络

顶端的升高；城镇化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呈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网络差距的收缩、

网络顶端的下降和网络规模的缩小。户籍身份对城镇化的影响无明显调节作用。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

高的一方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主动，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网络封闭性因城镇化而上升，可能加剧城镇化

的不平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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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幅推进。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理解社会融合的

影响因素，进而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平等效应，是近期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

生活和心理三个维度上（杨菊华，2009；张文宏、雷开春，2008），社会生活维度测量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被

视为心理融合的行为前提，是社会融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Lawler and Yoon, 1999；陈云松、张

翼，2018）。然而，国内研究大多关注城镇化如何影响经济融合（谢桂华，2012；白南生、李靖，2008）或心

理融合（崔岩，2012；张翼，2011），对社会生活维度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文献在探讨社会生活维度上

的融合时，往往聚焦于流动人口的交往特征（王春光，2006；李培林、田丰，2012）或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

的交往情况（李强，2011；陈云松、张翼，2018），强调因户籍而形成的制度壁垒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杨菊华

等，2014）。

本文认为，在探讨城镇化对社会生活融合的影响时，应该跳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二元分类，从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社会网络构成，尤其是个人社会资本存量方面的变化加以考察。就社会维度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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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言，其核心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奥尔波特，1954/2017；Pettigrew and Tropp, 2000），重点表现为

社会网络的多样性。在现代社会，职业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来源，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直接关系到不同

群体之间的交往机会（边燕杰，2004）。社会资本（Lin, 2001）不仅考察职业的多样性，而且测量社会网络中

的资源含量，是影响个人地位获得与收入回报的重要因素（综述请见Bian, 2018）。城镇化对于社会网络的

多样性存在影响，这一点在城市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中早有论述（Wirth, 1938；Fischer, 1975）；社会资本的分

布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边燕杰，2004；张文宏，2005；王卫东，2006）。

然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往研究并无专论。

另外，在研究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时，除了关注户籍壁垒外，还应该关注人力资本的调节作

用。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高度关联，意味着高学历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伴随求

学过程而来的同学关系和社团参与，使得高学历群体拥有更大的交往空间。这些因素使得人力资本与社

会资本存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胡荣，2003）。与此同时，人力资本还可以削弱户籍壁垒所带来的经

济不平等（谢桂华，2012），提升流动人口的交往机会。因此，探讨户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城镇化影响的调

节作用，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者对于城镇化不平等效应的理解。

本文基于 2004年社会资本调查及 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两个数据，比较了社会资本存量在八年间

的变化情况，城镇化水平对这一变化的影响，以及户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此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城镇

化对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人力资本起到了主要的调节作用，户籍身份的调节作用

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城镇化提高了大专学历以下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表现在网络顶端的提升；相

反，城镇化降低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了这一群体的网络封闭性。从城镇化对社会

不平等的影响来看，城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呈现出“无友不如己”①的特征，即社会网络向上收缩，封闭性

上升。这一特征可能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从涂尔干（Durkheim, 1933）“有机团结”的概念出发，学界普遍将“社会融合”定义为社会中不同群体持

有共同的价值观、进行持续有序的合作，进而建立集体意识，认为彼此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成员（Maxwell,
1996）。社会融合普遍被分为经济、社会生活和心理三个维度，分别以经济平等、政治/社会参与、及身份认

同为主要指标（Bernard, 1999；杨菊华, 2009）。社会融合并非简单的线性渐进，经济融合并不直接导致社

会生活上和心理上的融合（Gans, 1979）。社会网络成为社会融合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 如果某群体社会

网络比较多样，则更容易实现社会融合；如果该群体社会网络相对封闭，融合则难以实现（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1993）。

一些国内学者也将流动人口的低融入度归结于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例如，王春光（2006）认为，流动人

口网络的单一性是其城市融入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李培林、田丰（2012）则强调应在政策上鼓励流动人口

① 出自孔子《论语·学而第一》，原文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字面意思为不和不如自

己的人交朋友，引申义为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本文采取字面意思，强调城镇化使得人们更少地与不如自己经济地位的朋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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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团体，将流动人口的网络多样性视为促进这一群体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陈云松、张翼（2018）发

现，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随着城镇化程度升高而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聚集程度越高，与本地居民

的交往频率反而更低，进而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任远和邬民乐（2006）总结到，社会

网络和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

本文则认为，理解城镇化对于社会融合的影响，仅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构成是不够的。需要更

全面地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特别是职业多样性的变化。社会交往是发生在一定的交往场合中

的，这些交往场合既限制了可交往的人群，也限定了交往的形式（Feld, 1981）。如果交往场合中提供了接

触多样化群体的机会，且交往形式能够促进彼此合作，则能够提高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和认同（Feld,
1982）。职业团体就是一个促进融合的场合（McPherson et al., 2001），因此，职业多样性应该被视为促进

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可以通过林南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Lin, 2001）加以

测量。社会资本以职业声望为基础，从水平多样性和垂直多样性两个方面测量社会网络的职业构成（边

燕杰，2004）。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的分布也会影响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当社会资本存量与个人所处的社

会经济地位高度关联时，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会加剧不同群体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DiMaggio and Garip,
2012）。中国的关系网络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纽带，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行动策略（边燕杰、张磊，2013；
Yang, 1994），因而社会资本存量对地位获得的意义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边燕杰、张文宏，2001；程诚、边

燕杰，2014）。因此，假使城镇化带来了网络封闭性的提升，强化了社会资本存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

系，就可能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降低社会融合。

（二）城镇化与社会资本

城镇化与社会交往是城市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可以追溯至齐美尔关于城市精神的相关论述。齐美尔

（2001）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指出，城镇化导致群体规模增加，个人的自由空间相对增加，同时

亦造成了成员间亲密关系的疏离。之后研究肯定了城镇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去亲密化，但对社会网络多样

性的影响则说法不一。例如，沃思（Wirth, 1938）认为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的规模效使得职业分化程度提

高，个人交往的多样性程度增加。但费舍尔（Fischer, 1981）则认为，城镇化固然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

但也使得人们更有可能遇到与自己地位相似、兴趣相投的朋友，从而降低与其他群体交往的动力（Hofs⁃
tra et al., 2017）。

综上所述，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可能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带来交往空

间的扩大，提升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互动机会，促进了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增加了个人的社会资本

存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增加了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的机会，降低了与其他群体交往的动

力，对于社会网络的多样性以及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消极影响。那么，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快速城镇化

背景下，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究竟如何变化？这一问题尚待经验研究加以验证。

目前，关于城镇化与社会资本的国内研究尚不多见，且结果不一。例如，张云武（2008；2009）发现城镇

化促进了社会网络的多样性。他通过对大庆市和浦东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网络变化的比较，发现随

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网络规模呈扩大化趋势，社会网络中初级关系所占的比例下降，网络的多样性

上升。而郭云涛（2011）则认为城镇化降低了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度。他比较了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平均网

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发现生活在超大城市的人们比生活在县级市的人们的网络规模更小, 网络密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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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研究使用的测量方法并不一致，且更加重视社会网络亲密度而非多样性的变化，很难对于在中

国城镇化背景下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断。

（三）户籍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的调节作用

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城镇化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也会有所差异。其中，户籍身份和个人受

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胡荣，2003；王卫东，2006）。本文亦着重讨论这两个因素

的调节作用。由于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受到交往偏好和交往机会的影响（Blau,1977；McPherson et al., 2001），

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分别阐述户籍和教育对于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机制。

作为一种制度性壁垒，户籍身份影响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机会。考虑到户籍身份的潜在性特征，即人们

对他人的户籍身份在一般社会交往中通常很难识别，户籍对个人交往偏好的影响可能不大。从交往机会

的角度而言，户籍身份一方面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职业隔离，限制流动人口进入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较

高的职业（Meng and Zhang, 2001；蔡舫，2005；谢桂华，2007），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部门隔离（田丰，2010），使

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更加难以进入国有或集体企业（吴晓刚、张卓妮，2014）。户籍身份所导致的职业和部

门隔离，可能抑制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互动，进而抑制因城镇化而带来的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

个人受教育程度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影响个人的交往偏好和交往机会。从交往偏好来

讲，人们一方面倾向于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相似、志趣相投的人交往，另一方面出于工具性资源获得的目

的，渴望与那些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结交，避免和那些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发生联系，即

社会网络构建的同质性和达高性原则（Blau, 1977; McPherson et al., 2001）。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拥有

更多渠道获取关于资源分配的信息，也拥有更多资源可与他人交换，因此更有机会实现个人的交往偏好

（Lin, 2001）。

从交往机会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丰富了职业多样性，增加了高学历群体同质性交往的机会。高学

历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通常较低，但这一比例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这也就是说，当城镇化

水平较低时，高学历群体比重较低，限制了同质性和达高性的作用，增加了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社会交

往；然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高学历群体规模的上升，使这一群体更有可能接触到与之社会经济地位

相似的人，有利于其主动构建社会网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水平越高，高学历群体越有机会采取

同质性和达高性的交往策略，增加与那些和自身社会位置相近的人交往，避免与那些社会地位低于自身的

人交往，客观上导致了其社会资本存量的降低。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4年社会资本调查（Survey of Social Capital - China, SSCC2004）和 2012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2）。考虑到两项调查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

样，且均包含基于定位法的社会资本测量，这两项调查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的。SSCC2004是一项针

对美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社会资本现状的比较研究，调查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覆盖了 2004-
2005年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家庭入户调查（Lin et al., 2013）。CGSS2012
同样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家庭入户调查，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方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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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抽样方案（Bian and Li, 2012）。本文并未采用 2003年、2006年和 2008年CGSS中的“拜年网”数据，主要

是考虑到春节拜年的文化特殊性，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和工具性联系为主，不同于本文考察的

一般性社会交往，即同时包含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社会网络，因此基于“定位法”的测量方法更为合适。

本研究对分析样本做了三方面的限定。首先，分析样本限定为在调查时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样本，包括

城市居民以及流动人口。这是因为 SSCC2004并没有收集农村数据，且城市样本的社会网络比农村居民更

为多元化（张云武，2008；2009）。其次，样本年龄限定为 18岁至 55岁之间。由于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

女性 55岁和男性 60岁，年龄区间的限定可以减少由于非就业人群以及自然死亡率所导致的样本选择偏

误。最后，只保留在两次调查中均涉及的省份，删去了青海和海南。剔除因变量缺失的样本后，SSCC2004
包含有效样本 3170人，CGSS2012包含有效样本 2118人。

（二）变量测度

1. 社会资本

本研究采用定位法测量个人社会资本存量（Lin 2001）。问卷中这样询问被访者：“您的亲戚、朋友以

及打过交道的人中，有没有从事下面职业的？”本文使用 10种职业类型进行测量，包括大学教师、律师、护

士、电脑程序员、中学老师、人事经理、农民、美发师、前台接待和警察。①

表 1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测量（SSCC2004与CGSS2012的合并数据）

定位法测量社会网络：职业与职业声望

大学老师

电脑程序员

美发师

社会网络变量

网络规模（职业个数）

网络顶端（最高声望）

网络差异（声望全距）

因子分析结果

网络规模（职业个数）

网络顶端（最高声望）

网络差异（声望全距）

78
51
32

律师

护士

农民

均值

4.16
61.51
33.90
载荷系数

0.8876
0.9166
0.9523

73
44
23

标准差

2.38
15.82
18.14

人事经理

警察

因子值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

1
23
0

0.00
1.67
-2.04

60
40

最大值

10
78
55

中学老师

前台接待

标准差

样本数

解释度

样本数

5334
5334
5334

1.00
5334
84.5%

60
38

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Lin 2001），本研究首先参照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
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SIOP）（Ganzeboom et al. 1992），计算 10个职业对应的职业声望，然后依次

从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三个维度来测量社会资本（结果见表 1）。网络规模测量社会网络的水平

多样性，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测量社会网络的垂直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

① SSCC2004除上述10个职业外，还罗列了其他14种职业，即包括作家、保姆、清洁工、大公司行政助理、会计、保安、生产部门经理、

工厂作业员、出租车司机、搬运工、大企业老板、单位领导、上级主管领导和公务员。为保证测量的统一性，在SSCC2004中对社会资本的

测量也仅限于上述10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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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三个维度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2.53，方差贡献率为 84.5%；第二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0.33，方差贡献率仅为 10.9%。因此选取第一个主成分，命名为个人社会资本存量。

该数值越高，社会网络的职业多样性越高。

2.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指的是，在省级行政区层次，城镇人口户数占总人口户数的比重。这里的城镇人口户数包

括拥有城镇户口的家庭户以及在城镇居住满六个月的农村户口家庭户。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本研究将调查数据年份与 n-1年的省级城镇化水平匹配，即 SSCC2004与

2003年的省级城镇化水平匹配，CGSS2012与 2011年的省级城镇化水平匹配。

3.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个人层次的自变量是个人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做二分变量处理，分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大

专学历以下两类。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学历；大专学

历以下包括没有受过教育以及学历为小学、初中或高中（包括中专和职校）的被访者。

表 2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男性

年龄

城市户口

已婚

共产党员

受教育程度

大专学历以下

大专学历及以上

个人年收入(自然对数)
职业阶层

底层职业群体

中下中产阶层

中上中产阶层

样本量

省级层次(N=28)
城镇化水平(%)
年末常住人口(自然对数)
第三产业贡献率(%)

2004年
.488

36.83 (.16)
.754
.824
.213

.798

.202
-.071 (.02)

.367

.340

.293
3170

44.45
8.03
41.98

2012年
.495

37.18 (.21)
.627
.774
.121

.665

.335
-.184 (.07)

.309

.365

.326
2118

53.43
8.10
40.32

全样本

489
36.97 (.13)

.703

.804

.176

.745

.255
-.117 (.03)

.344

.350

.306
5288

48.94
8.07
41.15

缺省比例 (%)
--
--
0.1
--
--
0.2

5.7
2.3

--
--
--

个人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个人年收入以及阶层地位。性别

（1 = 男性，0 = 女性）、户籍（1 = 城镇户口，0 = 农村户口）、婚姻状况（1 = 已婚，0 = 其他）和党员身份（1 =
共产党员；0 = 其他）均采用虚拟变量进行测量。个人年收入以万元为单位，作为连续变量测量并取自然对

数。阶层地位以刘欣（2007）的阶层框架为基础，并稍作改动，将个人职业分为中上中产阶层、中下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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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底层阶层三个类型。①其中，城镇户口比例下降和年收入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或

城镇行政区划的扩大包含了更多在之前属于农村的地区所致，也不排除样本抽样差异的可能性。省级控

制变量包括常住人口数（万人）及第三产业贡献率。常住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作为连续

变量取自然对数。第三产业贡献率也来自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国内生产总

值增加值计算。一般认为，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表 2
报告了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②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历时变化比较的思路，基于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资本的截面数据，估计城镇化水平如何

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在两个时点之间的变化速率。具体来说，不同省份之间个人社会资本的差异可分为

两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是同一时点上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同一省份个人社会资本的历时

差异。前者受上述气候、地形、文化观念等影响，但这些因素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通过

比较省份间个人社会资本的历时变化速率，可以排除后者的干扰，进而更好的估计城镇化进程对个人

社会资本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两层线性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Multi-level Regression with Random Effects），使个人嵌

套于省份，以估计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础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第一层（个体层次）：

Yij = β0j +∑
k = 1

n

βkij Xkij + ϵij (1)
公式（1）中，Yij 和 Xkij 分别表示第 j个省份的第 i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及个体层次第 k个控制变量的

取值，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 ϵij 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β0j 为第 j个省份社会资本存量的截距，

即所有控制变量取值为 0时个人社会资本的预测值。

第二层（省份层次）：

β0j = γ00 + γ01Wj + u0j (2)
公式（2）中，Wj 表示第 j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的取值，u0j 为省份层次的随机误差项，表示第 j个省份中

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均值与样本中整体社会资本存量的均值的离差。 γ00 则表示省级城镇化水平为 0时

个人社会资本的取值（省级截距）。

将公式（2）带入公式（1）可得到本研究所使用的的模型，假定 ϵij 和 u0j 均服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

Yij = γ00 + γ01Wj +∑
k = 1

n

βkij Xkij + u0j +ϵij (3)
为检测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本文使用省级城镇化水平与年份变量交互，来估计城镇化水平

影响个人社会资本在 2004年和 2012年之间的变化速率。在检验城镇化的影响是否因户籍身份和受教育

① 中上中产阶层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下中产阶层包括：低级职务的党政事业

单位的干部、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行政定级的职员办事人员、国企基层管理者、私营企业中的低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经理等；底层阶

层则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非技术工人、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及料理家务等未工作人员等。

② 本研究对SSCC2004和CGSS2012分别采用多重插补的方式来插补缺省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因变量在多重插补过程中使用，但

统计分析中并不使用（von Hippe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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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差异而存在差别时，将多层次回归模型按不同类别分别进行估计。

四、研究发现

（一）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

表 3报告了对城市居民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

结果。模型 2和模型 3分别对持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群体进行估计，模型 4和模型 5分别对大专学历及

以上的群体及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进行估计。

表 3 城镇化水平对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男性

年龄

城镇户口

个人年收入对数

阶层地位 (以底层群体为参照)
中下中产阶层

中上中产阶层

已婚

共产党员

大专及以上学历

年末常住人口对数

第三产业贡献率

2004-2012年

省级城镇化水平

(2004-2012年)*城镇化水平

截距

.089**
(.03)

-.005**
(.002)
.063*
(.03)

.030***
(.01)

.235***
(.03)

.347***
(.03)
-.040
(.04)

.236***
(.04)

.489***
(.03)
.041
(.06)
.280
(.41)

-.007
(.04)

-.002
(.002)

-.0002
(.002)

-.677**
(.54)

.071*
(.03)

-.004*
(.002)

.032***
(.01)

.217***
(.04)

.320***
(.04)
-.041
(.04)

.192***
(.04)

.440***
(.04)
.045
(.06)
.442
(.46)

.107*
(.04)

-.002
(.002)

-.003
(.002)

-.742*
(.56)

.111*
(.05)

-.010**
(.003)

.022+

(.01)

.266***
(.06)

.375***
(.07)
-.041
(.08)

.337***
(.07)

.603***
(.07)
.001
(.08)
.581
(.66)

-.053
(.06)

-.007
(.004)

.007
(.005)

-.308
(.83)

.088**
(.03)

-.007***
(.002)
.111**
(.03)

.030***
(.01)

.237***
(.04)

.381***
(.04)
-.029
(.05)

.314***
(.05)

.022
(.06)
.073
(.48)

-.015
(.04)

-.002
(.002)

.005+
(.003)

-.404*
(.61)

.085+
(.05)
.005
(.004)

-.173**
(.06)
.019
(.01)

.128
(.08)
.167*
(.08)
-.080
(.07)
.073
(.05)

.034
(.06)
.634
(.53)

.037
(.06)

.003
(.004)

-.013**
(.004)

-.179**
(.66)

全样本
(模型1)
系数

(标准误)

城市户口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农村户口
(模型3)
系数

(标准误)

大专学历以下
(模型4)
系数

(标准误)

大专学历以上
(模型5)
系数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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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方差截距

卡方值

对数似然值

样本量

.148
805.64***
-7062.25

5288

.142
495.43***
-4889.14

3714

.172
316.32***
-2150.30

1567

.157
244.70***
-5337.99

3936

.134
43.39***
-1683.05

1346

全样本
(模型1)
系数

(标准误)

城市户口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农村户口
(模型3)
系数

(标准误)

大专学历以下
(模型4)
系数

(标准误)

大专学历以上
(模型5)
系数

(标准误)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双侧显著性检验：+ p<.1; * p<.05; ** p<.01; *** p<.001。
在模型 1中，无论是年份差异变量，还是省级城镇化水平，以及二者交互项，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 2和模型 3亦未发现城镇化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随户籍身份而产生差异。因此，城镇化对于个人社

会资本的平均存量没有影响；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因户籍身份而不同。

个人受教育程度则有较强的调节效应。模型 4和模型 5显示，从年份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

来看，城镇化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因个人受教育程度而呈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

体来说，城镇化对其社会资本的存量有正向影响，而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来说，城镇化对其社会资本

存量有负向影响。

以图 1看出，对大专以下学历的群体来说（左侧），城镇化水平提升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幅。当城镇化

水平为均值时，预测社会资本存量在这八年里下降 0.015个标准差；当城镇化水平高于均值 10%时，预测社

会资本存量上升 0.015个标准差，当城镇化水平高于均值 20%时，预测社会资本存量则上升 0.045个标准

差。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来说（右侧），城镇化抑制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幅。当城镇化水平为均值时，

预测社会资本存量上升 0.037个标准差；当城镇化水平大于均值 10%时，预测社会资本存量下降 0.073个

标准差；当城镇化水平大于均值 20%时，预测社会资本存量下降 0.163个标准差。

图 1 城镇化水平如何影响大专以下学历与大专以上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变化

（二）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具体变化

围绕上文提出的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考察这一影响在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及网络

差异三个维度上的表现。

表 4左侧报告了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分别以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及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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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差异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纳入与表 3相同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拟合。结果显示，年份与城镇化水平

的交互项仅在网络顶端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份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在网络顶端模型中的

回归系数为 0.092，即城镇化水平每提升 10个百分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认识的职业的最高声望的增

幅多 0.92。
表 4右侧报告了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年份变化与城镇化水平

的交互项在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年份变化与城镇化水平的

交互项在网络规模模型的回归系数为-0.032，说明城镇化水平每提升 10个百分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

认识的职业数的降幅多 0.32；交互项在网络顶端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0.120，即城镇化水平每提升 10个百

分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认识的职业的最高声望的降幅多 1.20；最后，交互项网络差异模型中的回归

系数为-0.273，即城镇化水平每提升 10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所认识的人的职业声望差异的降

幅多 2.73。
表 4 城镇化对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2004-2012年

省级城镇化水平

(2004-2012年)*城镇化水平

截距

省级方差截距

卡方值

对数似然值

样本量

大专学历以下

网络规模

系数
(标准误)
.222*
(.10)
-.007
(.01)
.010
(.01)

3.105*
(1.52)
.423

262.61***
-8518.69

3936

网络顶端

系数
(标准误)
-1.971**

(.67)
-.030
(.03)
.092*
(.04)

58.456***
(8.47)
1.869

276.39***
-16346.61

3936

网络差异

系数
(标准误)
-.018
(.80)
-.032
(.04)
.074
(.05)

25.070*
(11.16)
2.831

151.68***
-16845.54

3936

大专学历及以上

网络规模

系数
(标准误)

.257
(.18)
.002
(.01)

-.032*
(.01)

3.720*
(1.72)
.311

50.82***
-3085.24

1346

网络顶端

系数
(标准误)
-.273
(.84)
.040
(.05)

-.120*
(.06)

56.078***
(8.00)
1.389

35.09***
-5180.39

1346

网络差异

系数
(标准误)

.441
(1.21)
.089
(.08)

-.273**
(.08)

34.384 ***
(12.51)
2.634

55.12***
-5618.71

1346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双侧检验：+ p<.1；*p<.05；**p<.01；***p<.001。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层次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个人年收入和阶层地位；省级层次包括常住人口数（万人）

和第三产业贡献率。

因此，城镇化对两个教育群体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城镇化水平越高，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

网络顶端越高，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机会认识更高职业声望的人。而城镇化水平越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群

体的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均更低，这意味着他们社会网络的水平多样性和垂直多样性均下降，

封闭性上升。

表 5检验了城镇化对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是否受户籍身份的调节。城镇化水

平对持城市户口的、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于持农村户口的、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来说，城镇化对他们的网络规模（系数 = 0.031，p < 0.01）和网络

顶端（系数 = 0.165，p < 0.1）都有积极的影响，使得他们的社会网络存量上升。因此，仅持农村户口、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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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学历的群体享受了城镇化对其社会资本的提升作用。

表 5 户籍如何调节城镇化对大专以下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社会资本存量

网络规模(取对数)
网络顶端(取对数)
网络差异(取对数)
样本量

城市户口

系数(标准误)
.003 (.003)
.006 (.01)
.069 (.05)
.014 (.06)

2501

农村户口

系数(标准误)
.012* (.005)
.031** (.01)
.165+ (.09)
.141 (.10)

1177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双侧检验：+ p<.1; * p<.05; ** p<.01; *** p<.001。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层次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个人年收入和阶层地位；省级层次包括常住人口数（万人）

和第三产业贡献率。

考虑到CGSS与 SSCC在抽样方法上存在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利用没有经

过合并的CGSS数据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表 6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整体上，城镇化对于社会资本存量呈现出抑制作用，但是这一影响比

较有限（系数 = -0.007，p < 0.1）。尽管对于城镇户籍群体而言，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边际显著，但是总体上

户籍的调节作用并不突出。对于本文的核心结论，即受教育程度对于城镇化影响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对于

高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抑制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提供较好的支持。具体而言，对于，城镇化对大

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社会资本的抑制作用在社会资本存量模型以及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模型中均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6 城镇化水平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基于CGSS2012）

社会资本存量

网络规模(取对数)
网络顶端(取对数)
网络差异(取对数)
样本量

全样本

系数 (标准误)
-.007+ (.003)

2118

城市户口

系数 (标准误)
-.009+ (.004)

1323

农村户口

系数 (标准误)
-.005 (.005)

788

大专学历以下

系数 (标准误)
-.004 (.004)
-.012 (.01)
.004 (.07)
-.125 (.08)

1409

大专学历及以上

系数 (标准误)
-.010* (.004)
-.031* (.01)
-.087+ (.05)
-.209* (.10)

708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双侧检验：+ p<.1; * p<.05; ** p<.01; *** p<.001。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层次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个人年收入和阶层地位；省级层次包括常住人口数（万人）

和第三产业贡献率。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个人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城镇化对经济融合和心理融

合的影响，较少关注社会生活层次的融合；且大多基于户籍的城乡二元分类，对社会网络职业多样性随城

镇化进程的变化趋势缺乏相关实证研究。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探讨城镇化对社会网络职业多样性

的影响，也探讨了户籍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

通过对 2004年至 2012年的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比较，本文发现：城镇化对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

存在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起到了重要调节作用。其中，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因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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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升，具体表现为网络顶端的升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因城镇化进程而下降，具体

表现为网络差距的收缩、网络顶端的下降和网络规模的缩小。户籍身份尽管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但也没

有表现出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农村户籍、大专以下学历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因城镇化而上升。总而言

之，城镇化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显示出孔子所说的“无友不如己者”的趋势，即一方面促进了低学历群体

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也使得高学历群体的社会网络更为封闭。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受数据样本量所限，无法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按照户籍身份

做进一步区分，因此对高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变化趋势是否因户籍身份而有差异，无明确定论。第二，流

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测量除受教育程度之外，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专业技能；但因数据所限，本文无法考察专

业技能水平是否也起调节作用。第三，SSCC2004和CGSS2012的抽样方法不同，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相

较于CGSS2012数据，SSCC2004数据的城镇户口比例更高，假如这一结果是抽样差异所致，那么结合表 3
的结果来看，对于大专学历以下的群体来说，样本高估了其2004年的社会资本含量，进而低估了在该群体中

城镇化对社会资本含量变化的正面作用；而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来说，因城镇户口的平均社会资本含量

低于农村户口，样本则低估了该群体2004年的社会资本含量，进而低估了城镇化对其社会资本含量变化的抑

制作用。因此，假如存在抽样差异，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果。第四，SSCC比CGSS多列出了 14个职业。

在实际作答中，SSCC的被访者在选择“认识”该职业的人时，会被追问与此人的性别、与此人的关系、认识年

限、亲近程度等。那么，被访者若厌烦不想作答，将更倾向于少选职业。这10种职业中几个声望较高的职业

（如大学教授、电脑程序员等）在问卷的职业列表中的排名相对靠后，假如上述因素成立，那么本文所发现的

城镇化对高学历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抑制效应，可能是被低估的结果，这一点留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

证。最后，由于CGSS并未公布地级城市列表，无法以城市层级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估计，只能用省级指标近

似估计。这一点同样需要后续研究采用地级市级别数据以验证本文结论。

最后，社会资本所测量的职业的水平和垂直多样性，是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微观机制（DiMaggio and
Garip, 2012；程诚、边燕杰，2014）。从不平等的再生产的角度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尽管低学历群体

的社会资本存量由于城镇化进程有所提升，但是高学历群体的社会网络在同一进程中呈现出更加明显封

闭趋势；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一方在交往中往往占据主动权（Lin, 2001），高学历群体社会网络的向上

收缩和封闭性提升，意味着城镇化的进程可能加剧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这一点值得研究者思考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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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No Friends Not Equal to Yourself:

How Urbanization Affects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TIAN Feng FU Yu

Abstract：This paper adopt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nd looks at how urbanization affects the oc⁃
cupational diversity of 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A comparison between 2004 Social Capital Survey and
2012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dicates that, urbanization diverges on its impact on the stock of so⁃
cial capital for peopl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For those with less than a college degree, urban⁃
ization increases the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upper reachability. For those with a
college degree or more, urbanization reduces the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extensity,
range, and upper reachabilit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plays limited mediating role. As the use of
social capital depends heavily upon the will of the group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increasing
network closure for the better-educated group may cause segmented integration and reinforce the social in⁃
equality during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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